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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过去普遍认为中国“公益”概念舶自近代日本的观点不同，本文发

现中国本土的“公益”语汇至少在清代中期已经出现，并具有经济收益、国家

利益与地方公事三种用法。其中，表示“国家利益”的语义很可能随着《万国

公法》的东渡而重塑了日本近代的“公益”概念，并于１９世纪末伴随宣传维新

思想的著述出版而传入中国，成为变革话语的建构工具。“公益”概念遂于清

季十年得以普及并发生语义重构。综观其重构以后的语义格局，系列新生语

义的现代特质一方面在于其所表征的“国家利益”被赋予了支持政体转型的

群学理论与变革实践，另一方面亦承载了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与地方之间错

综复杂的动态关系以及两者对“公”合法性资源的争夺，两个方面共同反映出

中国“公益”的开端与国家制度近代转型之间的同构关系。这一同构在何种

程度上可能形塑了中国公民性在特定文化脉络中的历史养成，或能为今天探

讨公益慈善与公共精神提供一种关注本土内生属性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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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如《新华字典》与《现代汉语词典》对“公益”的解释皆为“公共的利益（多指卫生、救济等群
众福利事业）”。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起点

中文“公益”一词在今天是常见用语，基本表示“公共的利益”，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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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慈善”连用而呈现“公益慈善”的整体表达。据朱健刚（２０１１：２２５
－２２６）的梳理，当代公益慈善研究主要由三股思潮构成：第一股是以慈
善为主题的研究，在中国语境中多理解为慈心善念的驱动，具体表现为
好善乐施与好人好事；第二股来自对民间组织的讨论，研究对象包括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以及大量并未注册或非正式注册
的志愿团体，学界对它们的研究主要聚焦“政府—市场—社会”关系
的理论框架以及有关市民社会的种种可能；第三股则是政府建设“和
谐社会”的思路，公益慈善既是政策的关注焦点，亦是政策法规的专
门用语。
以上三股思潮中，第二股思潮的影响尤为显著，故相关研究对

于中国当代公益的理解也较多地参照西方学界对于“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以及“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的界定与阐释，如培顿、穆 迪 和 西 铂 对 于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的定义即常被援引（参见 Ｐａｙｔ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ｏｄｙ，１９８８：

４－５；Ｓｉｌｂｅｒ，２００２：９３；朱健刚，２０１１：２２６－２２７；李荣荣，２０１５：

７１）。其中，对公民性、志愿性和公共性的强调与第二股思潮的旨
趣彼此呼应，逐渐形成以公益慈善领域探讨当代中国公民意识与
公共精神的研究脉络（参见高丙中、袁瑞军，２００８；朱健刚，２０１２；杨
团，２０１２）。
与此相应和，历史学界对于中国传统慈善向近代公益转型的研究

亦与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术语勾连对接，但基本认为明末以后的中国
社会其实并未形成一个欧洲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参见 Ｗａｋｅｍａｎ，

１９９３；Ｒｏｗｅ，１９９３；Ｒａｎｋｉｎ，１９９３；Ｍａｄｓｅｎ，１９９３；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１９９３；

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３；夫马进，２００５；梁其姿，２０１３）。那么，中国近代公益在其
诞生之初究竟蕴含着怎样一种新型的公共意味？这一问题始终模糊不

清，因为学界对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公益”具体何时出现及其话语构造
的现代特性尚未展开充分研究。
目前对于中国近代公益的解释大体呈两种路径。第一种即以当代

公益观念或西方“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或“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的理解来整合中国
历史上的诸多实践，于是历朝历代皆有例可举，多指建桥修路、围堤筑
坝、出资教育、赈济灾荒等关涉公共福利之事（参见章博，２０００；谢羽，

２００８；王栋梁，２００９；何兆泉，２００９；宋燕鹏，２０１０；李娟娟，２０１３；曾桂林，

２０１８）。但记载这些史实的原始文献语境其实并未使用“公益”二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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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用“义行”、“义举”或“善举”。２

第二种则将“公益”视为中国整体发生近代转型过程中一个子领域
的转型产物，基本沿用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界进行论证，故将
清末民初视作中国传统慈善向近代公益转型的发端，并从中阐发了慈
善思想与观念从“重养轻教”转向“教养并重”、实践主体与关怀范围由
富人精英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转变为普通公民对广泛社会议题的回应，

以及筹款融资方式的多样更新等“近代”特征（参见朱友渔，２０１６：９３－
９８；夫马进，２００５：５３３－６０２；黄鸿山、王卫平，２００９；王卫平，２００５；王娟，

２０１０；朱英，２００１；周秋光、曾桂林，２００７）。

２．参见曾桂林（２０１８：４６）的论述：“在‘公益’这一近代术语出现之前，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公
益’的概念，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或事物，人们常以‘义’名之，如‘义学’、‘义塾’、‘义仓’、
‘义井’、‘义浆’、‘义田’、‘义庄’、‘义冢’等，并把此类行为统称归为‘义行’或‘义举’。其中，
这些公益设施很多都是私人共同捐资举办的，如‘义学’、‘义仓’、‘义米’等，而‘义庄’、‘义田’
多为宗族慈善机构，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然真正与“公益”二字连用的事物究竟何时出现？它们具体所指何
事？上述两种路径的研究仅零星涉及。研究者们发现，中文的“公益”

概念似乎在２０世纪初才开始出现（杨团，２００９：２－３；王硕，２０１３：１５１；

刘珊珊，２０１５）。台湾学者陈若水（２００６：１１０－１１１）对此写道：
“公德”之外，清末还流行一个相关的新观念，就是“公

益”。学界对这个课题好像还缺乏研究，这里是说，只是一个
非常初步的观察。在中国，“公益”一词使用似乎非常晚，几乎
不见于２０世纪以前的文献，但刚一出现就极盛行，频繁程度
甚至超过“公德”。“公益”一词不但常见，而且经常与公德同
时出现，有如鸟之双翼，带动了晚清新型公共意识的起步。

秦晖（１９９９：１６８－１６９）是最早对“公益”语源进行探究的学者。他
明确指出中文“公益”乃近代语汇，经日本转译而来，同时提到：“明治年
间的日本学者留冈幸助，曾著有《慈善问题》一书，以笔者所知，把西文
之Ｃｈａｒｉｔｙ与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译为‘慈善’，Ｐｕｂｌ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译为‘公益’，亦
自留冈幸助始。”自此，“留冈幸助”与“１８９８”两个关键信息成为论述中
国近代公益事业的重要背景而被广泛引用。

对于１８９８年以前中文中是否存在“公益”语汇，秦晖（１９９９：１６９）一
笔带过地表示，自己在古汉语中未曾查到“公益”一词。陈若水（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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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１１１）亦言其“几乎不见于２０世纪以前的文献”。但陈氏提到了两
条线索：一是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版的一份族谱中，曾出现“公益事”字
样。笔者按图索骥，查到该族谱原文语句为：“族中有公益事，宜以厚富
者当之，不可派贫乏者出赀，有余以补不足”（参见陈捷先、盛清沂，

１９８７：９４），由此猜测“公益”也许是中国本土语汇，只是相对鲜见。第二
条线索是“公益”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的日本社会已为习见用语，约与西
文ｕｔｉｌｉｔ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等对译，主要作为法律
语汇，以表示国家利益和集体性的社会利益（陈若水，２００６：１１２）。从中
可以断定，日文“公益”的出现并非始于留冈幸助，而应更早。

３．迟印原因参见李长莉，２００６。

基于这些讨论，刘珊珊（２０１５）发现“公益”一词在１８９５年版的《日
本国志》中已频繁出现。该书作者为广东梅县人黄遵宪，１８７７年就任
驻日参赞，深为明治维新所带来的社会成效所震动，于是撰写《日本国
志》，为国人详细介绍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日本国志》完稿于１８８７
年，延至１８９５年才得以刊印。３该书一经问世便引发极大反响，对康有
为、梁启超等大批志士仁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公益”一词遂开始在康、
梁等人的著述中频繁出现，故而推测中国近代“公益”语汇的出现和普
及很可能与《日本国志》有直接关系。
如果中文“公益”概念果真自清末这一现代国体开始生成的时段出

现并普及，那么“公益”语汇的内部构造必与当时国家话语的建构及其
现实基础有着错综复杂的逻辑关联。因此，本文将从概念谱系与思想
观念的角度入手，尝试回归中文“公益”使用普及之初的时代语境，在其
概念视野具体化的展开之中，进一步厘清中国“近代公益”的本土脉络，
探索晚清慈善领域内部诸种近代特征之间的结构联系及其可能揭示的

“新型公共意识”之实指。

二、中国本土的“公益”概念

上文指出，学界基本认为中国“公益”的概念自日本舶来，刘珊珊
（２０１５）的发现则将舶来时间从２０世纪初提早到戊戌维新。至于“公
益”一词是否具有本土渊源，仅有一点模糊不清的蛛丝马迹，让人难以
判断。这些隐约微弱的线索是否昭示着另一种可能？笔者曾在道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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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１８５９年）的一份禀帖中，见到一间以“公益”冠名的茶行。该帖全
称为《广州各商行团体联名向英国领事投递的禀帖》，由广州３４家商行
向英国驻广州领事馆联名呈递，反映葡萄牙人假借英国名义拐卖中国
人口出境，而葡国领事置之不理的情况，以期英方过问。此为笔者所见
“公益”二字最早的中文连用。
其中，与茶叶有关的商行总计５家，分别为红茶帮、绿茶帮、清远茶

行、公益茶行４和锡金茶行。除“公益茶行”外，其余４家或以茶叶品种
命名，或以茶叶产地命名，与社会事业全无关联。“公益茶行”既位列其
中，“公益”之意则很可能与社会事业并无关联，这意味着中文“公益”或
有本土的语汇渊源，且用法与今日颇为不同。沿着这一思路，笔者进行
了专门留意，发现“公益”二字的确在甲午海战以前就已经连用，并且形
成了至少三种主要的语义用法。

４．“公益茶行”出自１８５９年《广州各商行团体联名向英国领事投递的禀帖》。转引自陈翰笙，

１９８０：１７４－１７５。

５．参见《上洋新开公益洋行》，载《申报》（上海版）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１日第３３４２号第７版。

６．参见《郭诵茗告白》，载《申报》（上海版）１８８９年９月２７日第５９０６号第６版。

７．参见《公益汇利公司简略章程》，载《申报》（上海版）１８９８年１０月７日第９１５３号第４版。

（一）经济收益
第一种是作为金融语汇，表示共同的经济收益。以目前的资料来

看，“公益”二字与表示商行或金融机构的名词连用大约从１９世纪８０
年代开始，如“公益洋行”、“公益当铺”、“公益汇利公司”，等等。为透彻
解读此类“公益”，首先需要弄清这些机构的性质。

１８８２年，一家“专运吕宋大票”的“公益洋行”在上海开张。５吕宋票
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一种彩票，可见出售彩票是这间洋行的专门业务。

１８８９年，《申报》上刊出一间“公益当铺”的股权转让告示，其中一句简
略点出了该当铺的几项主要业务，具体包括典务账目、官项存款和钱庄
往来；６１８９８年，一间名为“公益汇利公司”的企业在上海美国领事馆注
册，并于《申报》上刊登公司章程，说明其业务范围包括“借款抵押房屋、
地皮各项产业货物生意”，同时详细说明了参股营利的规则，其中一句
写道：“可以保本利而获花红，诚公益也。”７由此可知，作为金融语汇的
“公益”主要表示集资者或参股人共同的经济收益，故前述“公益茶行”
极可能同属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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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以“公益”冠名的团体是１８８６年
《申报》短讯中提及的一个“公益会”，系由粤东地区商人发起。该会以
股份形式筹集“饷银百八十万两”，以济军需，饷银却因制军不悦而被退
还。８“制军”为清代地方总督称谓，９可知该会乃为地方军队筹资。可
惜史料匮乏，无法侦知该会更多信息，故此处“公益”用法尚不明朗，它
既可能表示参股人的经济收益，也可能表示该会所维护的地方利益，抑
或两者兼有。

８．参见：《粤东纪要》，载《申报》（上海版）１８８６年１１月３０日第４８９６号第２版。

９．文中“制军”应为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

１０．参见：《大清户部四川司主事举人陈尹东先生墓表》，详见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２０００：

５９４－５９５。原文无句读，断句由笔者同事钟元泽协助完成。

（二）地方公事
第二种用法主要表达涉足地方公共事务的士绅善举。在１８８４年

贡生冯骥声为户部四川司主事举人陈尹东所撰写的一篇墓表中，即有
“公益”一词。原文如下：

凡地方善举，无不当仁不让，而尤以奖劝后进为己任，主
讲雁峰书院十余载，高材生多远来请业，学舍几满，师口讲指
画，循循善诱，被其成就者不少，至师之为人秀挺，菔立瞻视，
伟如天性。素孝友，四岁失恃，事父及继母，能先意承意，待异
母弟魁标友爱有加，从兄某蚤卒，遗孤数岁，师为抚养成人，视
同己子，而其联合族人建祠、修谱尤独任其艰。居恒慷慨好
义，家无中产，而趋人之急如鸟之发。族中贫者有婚葬事，辄
解囊助，毋少靳。乡里中有鼠牙雀角，无不以一言而排难解
纷，且建约亭以敦风化，创宾兴以惠士林，邀图甲以免徭役，种
种公益之举，其嘉惠于里间者，深矣。１０

墓表历数陈氏种种地方善举，既有善待异母兄弟与组织建祠修谱
等家族事务，亦有书院讲学、赡养友人遗孤、救助贫困乡亲、排解纠纷和
立定乡约等家族之外的地方事务，最后全部归结为“种种公益之举”。
由此可见，墓表语境中的“公益”之“公”是包含了家族事务在内的地方
公事，其实践主体士绅亦往往具有“族长、地主和道德（知识精英）三重
身份”（金观涛、刘青峰，２００９：８１）。因此，这一语义所对接的现实空间，
乃是以家族及其精英代表为本位的一种地方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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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利益
第三种是作为法律语汇，主要表达国际交往间的国家利益。这一

用法始自１８６４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翻译的《万国公
法》。该书译自美国国际法学家亨利·惠顿 （Ｈｅｎｒｙ　Ｗｈｅａｔｏｎ）所著《国
际法原理》（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将惠氏原著与丁氏译
本两相对照，可知译文中出现的８次“公益”所对应的英文表达其实各
不相同。具体可细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表达国际交往间的常例与习惯。在第２卷谈论各国法律权限

的语境中，有一句曰：“盖各国本操专权，随己之意见，为己之公益，以辖
疆内之人物焉”（惠顿，２００３：１０５）。其中“随己之意见，为己之公益”所
对应 英 文 为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ｙ”
（Ｗｈｅａｔｏｎ，１８３６：１６３）。同在第２卷论述个体于他国犯罪，经他国法院
裁定后，回到本国疆域是否应予以追究的问题时，译句写道：“然诸国以
友谊公益，各循常例”（惠顿，２００３：１０５），该语句之英文表述为“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ｉｔｙ，ｕ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ｅａｔｏｎ，１８３６：２０６）。
二是表达与私人利益相对的国家利益。在第４卷论及交战条规部

分，译文句曰：“有时交接为有益之事，但人民不得以己之私利为公益也”
（惠顿，２００３：１２１）。其中，“己之私利”与“公益”的英文分别为“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和“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Ｗｈｅａｔｏｎ，１８３６：３８３）。同
在第４卷有关立订合约的内容，译文写道：“公师有云：‘倘为公益许退让
地方，毁坏民产，必当赔偿。’”（惠顿，２００３：２５４）其中，与“民产”对立的“公
益”，英文为“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Ｗｈｅａｔｏｎ，１８３６：６０８）。
三是表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有利益。在第４卷论及丹麦所辖海

域设灯塔、缉海盗，维护各国过往商船利益时，译句曰：“……是于诸国
不无公益也。”其中，“公益”的英文表述为“．．．ｈａｓ　ｂｅｅｎ．．．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Ｗｈｅａｔｏｎ，１８３６：２４２）。同在第４卷，
谈及瑞士于法奥战争中作为中立国的作用，译句为：“此乃欧罗巴诸国
之公益也……”（惠顿，２００３：２２３）。此处，“公益”所对应英文为“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Ｓｔａｔｅｓ”（Ｗｈｅａｔｏｎ，１８３６：４８４）。
由上可知，多处“公益”实为意译，明确直译的短语仅有“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和“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由此亦可知，最早与西文进
行对译的“公益”更有可能为中文语汇，而非日语。丁韪良是晚清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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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儒”，曾多次受聘担任清廷对外谈判的翻译，故感到很有必要译介
西方国际法典籍。这一想法得到了清廷支持，总理衙门遣专员为其校
对书稿，公费印刷后，恭亲王奕 又指派四人前去协助最后修订。１１因
此，尽管翻译《万国公法》的主要执笔者是美国人，但这并不影响该书用
语的严谨与规范。书中既多次以“公益”二字连用表达国家利益和国际
公共利益，必是经过斟酌，符合当时中文表述的习惯与规范的。

三、“公益”语汇的跨国流转

１８６５年，亦即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的第二年，日本幕府便以丁
氏译本为蓝本翻刻了《万国公法》。陈秀武（２００９）的研究表明，该法不
仅迅速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工具和制定政策的参考文献，并且深入到
政府对普通民众的日常教化，如在１８７１年的一张日本小学课表中，便
有学习《万国公法》的内容。

１１．成书背景参见丁韪良，２００４：２０２。

１２．江户时代三条史料承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许美祺老师提示并帮助翻译，特此致谢。

１３．参见《政要前录》第９９编，第４１册，第８７９页。

事实上，包括《万国公法》在内的大量汉译西典，自１７世纪始便持续
东传，成为西方思想输入日本的重要渠道，由此出现了一大批借助汉字
表达西学内容的日文语汇，如“革命”、“科学”、“文明”、“教育”等，学界谓
之“和制汉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又在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随维新
思潮的兴起而回流中国（魏亚坤，２００６：１９－２８）。“公益”极可能为其中
之一。那么，１８６５年以前的日本语汇中是否存在“公益”呢？仅就笔者
目之所及，查到至少在江户时代已经出现，总计发现三处史料。１２其中，

最早一条出自享保七年（１７２２年），其余两条皆在天明二年（１７８２年），

兹将原文与中译对照如下：
（１）金澤城主前田治脩、城下の貞婦璵都を賞し、銭若干を与へ、會

津耶蘇郡栗生沢村の民市左衛門の公益に篤きを賞し、城主松平容頌、

米若干を與ふ。１３

译文：丁未日，幕府于日本桥榜示，全体代官所辖之领地有与他藩
封地参差交错者，若需开垦，务由代官、藩主及其土民熟议。又，代官之
命令，若有不和公益而为害部民者，允许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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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幕府、越後頸城郡川浦村の農下鳥冨次郎、資財を擲て公益を
興し、諸氏救助の功あるを賞して、銀を賜ひ、苗字帯刀を許す。１４

译文：越后颈城郡川浦村农民、下鸟富次郎捐资兴办公益，救助诸氏。
幕府嘉奖其功，赐银，允许其使用苗字（姓氏———译者注），并可佩刀。

（３）金澤城主前田治脩、城下の貞婦璵都を賞し、銭若干を与へ、會
津耶蘇郡栗生沢村の民市左衛門の公益に篤きを賞し、城主松平容頌、
米若干を與ふ。１５

译文：金泽城主前田治修嘉奖城下贞妇玙都，予钱若干。会津耶苏
郡栗生泽村之民、市左卫门热心公益，城主松平容颂嘉奖之，予米若干。

１４．参见《孝义录》第９９编，第６９册，第４６０页。

１５．参见《前田（金浕）家谱》第９９编，第６９册，第６６４页。

从“不和公益而为害部民”、“捐资兴办公益，救助诸氏”到“热心公
益，城主松平容颂嘉奖之”，可见其中“公益”大致泛指有利于当地公众
福利之事，并与幕府、城主等统治者利益一致。从时间上看，它们早于
笔者所见１８５９年中文“公益茶行”的记载，因此中、日两国很可能各自
有着本土的“公益”语汇，但早期皆不常用。据陈若水等人的考证，“公
益”大致在明治时期的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成为日本社会的习见用语，经常
用于法律语境，表示国家利益，如１８８０年颁布的《刑法》第二编即为“有
关公益的轻重罪”（参见陈若水，２００６：１１２；周振杰，２０１３：８０）。
事实上，以“公益”表达国家利益的用法一直延续至日本当代，民法

学家史尚宽（２０００：３８）发现：“日本民法不用‘公益’二字，而易以‘公共
福祉’者，盖以公益易解为偏于国家的利益……”姜克实（２０１１）在对日
本近代社会事业发展的研究中就专门区分了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一
是源自宗教的“爱”的情感，另一种便是表示国家利益之“公益”。这些
发现与沟口雄三（２０１１：８３）对日本“公”观念的解释两相呼应，他写道：
“……日本的公，把国家的公作为最终并最大的领域，至此为止……实
质上是止于国家的公。”依此逻辑，民众的公共福利应从属于“最终并最
大”之公———国家利益。正田健一郎的研究具体阐发了这一“从属”关
系的近代演变。通过对大正十年（１９２１年）一桩财阀被刺事件进行剖
析，正田指出，明治到大正时期富人公共心的多寡被看成是社会性与国
家性的问题，富人个体也因此受到攻击。自此，公共心被不断强调，个
人之私随之受到限制。明治初期，“一国之公乃国民私之所集”的启蒙

·９８１·

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



精神逐渐被“从利己心之中提炼出公共之心”的近代国家主义所取代
（正田健一郎，１９９０：２４）。

１６．在卷三十《刑法志》关于“公益罪”的介绍中，对“公益”进行了明确界定，写道：“公益谓其
事，所关甚大者，如国家安危、众民利害是也……”（黄遵宪，２００５ｂ：７３６）。

１７．《日本国志》卷三《国统志》与卷十四《职官志二》中皆引用《渐次确立立宪政体诏书》（黄遵
宪，２００５ａ：８３、３５６）。

１９世纪末，表示“国家利益”的“公益”用法经由留日人士所办各种
出版物传入中国。其中，刊印最早、影响最大的一部当属清末驻日参赞
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这是一本全面介绍东瀛小国如何“以祸为福，
以弱为强”的著作，付梓于《马关条约》签订不久，当即引起轰动，世人争
相传阅，多家书局竞相再版（参见盛邦和，１９８７：１０９－１１０；郑海麟，

１９８８：１６６－１６８）。书中“公益”一词多次出现，主要表达关涉“国家安
危、众民利害”的大事，１６具体用法有二：
一是泛指有关国体和全国民众的大事。在卷三《国统志》与卷十四

《职官志》中，黄氏两次引用了明治天皇在１８７５年颁布的《渐次确立立
宪政体诏书》，其中一句写道：“设元老院，以定立法之源；置大审院，以
巩司法之权；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图公益，渐次建立立宪龘政
体”；１７此外，在《职官志》中，还有“图书局以大书记官为局长，其职在奖
劝著述，以图公益”的表述（黄遵宪，２００５ａ：３５９）。二是特指关涉国家建
设的具体事项。在卷十八《食货志》中便有两次列举，一处言“盖轮船、
铁路为一国公益所关……”，另一处也非常相似，曰：“汽车、铁路、治河、
垦田、经始大利，比集巨款，为全国人民公益之所关”（黄遵宪，２００５ａ：

４９８、４７９）。
从召集地方官到轮船、铁路、交通、农业等诸种“所关甚大者”（黄遵

宪，２００５ｂ：７３６），可知书中“公益”主要描述有关日本国家政体与民生建
设的内容，其中“公”的意指即为“全国人民”的总体———国家。故可推
测黄遵宪所用“公益”概念应为日本语汇。
同在《日本国志》出版的１８９５年，黄遵宪与康有为在上海相识，两

人“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康有为，１９９７：２９５）。很快，康有为开始“大搜
日本群书”，潜心阅读，终“得见日本变法曲折次第”（康有为，１９８７：２）。

１８９６年，康氏着手编写《日本变政考》，戊戌年初进呈光绪帝。“公益”
一词在《日本变政考》中亦多次出现，用法与《日本国志》完全一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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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９６年，梁启超与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向社会宣传
维新思想，光绪皇帝亦是读者之一。梁氏著名的“变法通议”系列文章，
最初便以连载形式刊登在《时务报》上，其中《论湖南应办之事》一篇即
出现了“公益”一词。戊戌年初，《变法通议》集结成册，进呈光绪帝。
随着《日本国志》、《日本变政考》及《变法通议》等读物的密集进呈，

光绪很快颁布《定国是诏》，决心变法，虽仅持续百日，但维新思潮的启
蒙能量及其带来的语汇、概念和思想却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事实
上，除了《日本国志》与康、梁的著述，同在戊戌年出版的《湘报》、《格致
新报》、《昌言报》等维新人士主办的报刊上，“公益”一词亦开始出现，主
要用以表达“国家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１９９９ａ：１７８）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首次使

用的“公益”，所表达的乃是“一县一乡之公益”，而非国家利益。是梁启
超将日式的公益用法做了转换，抑或是他原本就使用了本土语义中的
地方成分？不论何种情况，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随着维新思潮而传入的
日式“公益”与中国“公益”概念的原有格局正在发生相互作用。想要呈
现和理解这一过程，首先需要梳理中日“公益”概念的语义构造及其与
两国传统社会“公”观念之间的文化联系。

四、中国“公益”语汇的观念资源

（一）思想观念中的“公”
既往研究发现，中国的“公”观念的两组关键雏形在春秋战国时代

已经出现。第一组观念成型于战国中期，有通众、普遍、平等、平均之
意，经常与“平”连用，指涉范围极广，涵纳普天之下的万事万物，故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经典名句，与表示“自环”、“偏也，侧面于人，
掩匿其奸”的消极之“私”全然对立。第二组观念源自甲骨文，形似王宫
建筑，有祖先、尊长、国君、朝廷之义，春秋晚期以后，逐渐表示朝廷、政
府和国家的公务，形成“国家之公”（参见蒋荣昌，１９９８：１５－１７；范德茂、
吴蕊，２００２：１０９－１１２；沟口雄三，２０１１：５－７）。其中，表达“天下之公”
的第一组观念势力最强，贯穿整个中国的思想主脉及其在各个时期的
不同流变。沟口雄三（２０１１：７）写道：

在中国，第一组含义到汉唐还继续存在，到了宋代，则与
天理、人欲等概念结合而得到深化，时至近代更是发展出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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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公理思想等。中国的“公”与那几乎只有第二组含义的，
即以国家、政府为“公”的日本的“公”，宛如完全不同的词汇。
“时至近代”虽指的是清末民初，但沟口雄三（２０１１：１１７）素来“视明

末清初的变动与清末的动荡为一连续体”，故其对“天下之公”得以压
倒“国家之公”的近代解读是以明末清初为起点的。明清之际，在商品
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异族入关冲击以及西风东渐等诸多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引发了思想界对儒家忠君传统的反思。以黄宗羲、顾炎武、
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思想家犀利地指出，所谓“天下为公”已然被实践成
了“天下为君”，并由此对“公”与“私”的指代内容及二者的关系进行了
极具启蒙意味的重新阐释。
首先，他们认为君王个体不仅无法完全代表“公”，而且很可能因为

其一己之私导致权力的不当使用，因此，明末的“公”开始“作为指称皇
帝与富裕阶层之间社会性关联的共概念”（沟口雄三，２０１１：２３）；其次，
“私”开始褪去曾经的消极意涵，而被重新赋予了个体自然、正当、合理
欲求的正面含义，主要指涉个人适度伸展的合理欲望和私有财产，其中
不仅包括对己身利益的维护，亦涉及对其他无数个体利益的结构性思
考以及从中产生的重建社会正义准则的愿望；最后，被重新厘定的“公”
与“私”不再是“以公灭私”的二元对立，而是调和为“合私为公”的全新
关系。这一点在顾炎武、黄宗羲的著述中皆有完整阐发。
概而言之，明末出现的这一小股思想激流前所未有地将帝王皇族

的欲求置于“私”的境地，与代表天下万民个体欲求之汇集的“公”对立
起来，于是出现了君权应有所限制的理论。这一点集中地表达在黄宗
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中。在黄宗羲（１９８１：１０）看来，由于君臣之间没
有“子分父身而为身”的伦理关系，故而由孝道不能推出忠君。因此，君
臣之间不应该遵循父慈子孝的伦理逻辑，而应是相对独立的分权关系，
并指出学校应发挥“公其是非”的议政功能，从而实现“以地方之手理地
方之公事”，以监督和限制王权。
众所周知，县衙乃中国历代官府行政的最末梢，在此之下的民间社

会主要依靠地方精英及其背后的宗族力量来实施治理。汉代以来的儒
家传统将国家视为家族的扩大，所以王朝礼制与家庭伦常共享着同一
套价值规范，即忠君爱国等同于父慈子孝，形成“家国同构”的特殊样
态，所以很难产生西方意义上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公共空间（金观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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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峰，２００９：７７－７８）。但随着明末思潮对忠孝一体与家国同构的拆
解，“公共空间”的出现似乎重新成为了可能。

１８．黄宗智原文表述为“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ａｌｍ”。

１９．黄克武曾专门就乾隆时期陆耀所编《切问斋文钞》与晚清魏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所载
内容，分析清代主流经世思想在何种意义上继承和偏离了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开创的思考
路径。详见黄克武，２０１３：７１－７３。

２０．沟口雄三（２０１０：１１９）认为善堂、善会的实践其实正是黄宗羲“乡治”理念的延续。罗志田
（２０１５：２５）亦留意到，在谭嗣同与清末陕西大儒刘光贲的理念与实践中，皆有“黄宗羲的遗
意”。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学界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所达成的基本共识
是：明末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空间，但却不是哈贝马
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参见 Ｗａｋｅｍａｎ，１９９３；Ｒｏｗｅ，１９９３；Ｒａｎｋｉｎ，

１９９３；Ｍａｄｓｅｎ，１９９３；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１９９３；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３）。陈 宝 良
（１９９１）认为，明末中国出现了一个“结社社会”；黄宗智（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３）
将明清以来以士绅为主体的空间称为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界
域”；１８金观涛、刘青峰（２００９：８１）则认为，这一领域可追溯到黄宗羲《明
夷待访录》中的社会构想，并将其描述为一种“以家族为本位、以绅士为
代表制的公共空间”，名之“绅士公共空间”；梁其姿（２０１３）、夫马进
（２００５）等人的实证研究亦表明，以善堂、善会为代表的特殊领域在明末
以后悄然兴起。沟口雄三（２０１１：１１７－１２４）将上述几个方面进行了统
合，认为善堂、善会、行会、团练、学会等各种被称为地方善举的实践正
是对黄宗羲“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思想的外化与继承。它们发展
贯穿于整个清代，逐渐充实为一股股潜藏的地方势力。
之所以说潜藏，是因为黄宗羲等人开创的思想理路其实并没有为

清代的正统经学所完全继承，而是隐含地反映在一些只字片语１９和民
间的具体实践当中。２０自清道光、咸丰年间始，西方民主政体以及自由、
民主与权利等观念经魏源、林则徐、梁廷枏、冯桂芬等人译介而来，越来
越多的知识分子将西方近代的制度和观念视为摆脱“一人一姓”专制弊
病的良药，期冀它能广开言路，通上下之情，进而实现类似三代大同之
治的美好理想。
鸦片战争以后２０年间，作为现代政体类型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

与民主共和在中国知识界得以基本普及，且政见倾向后两者的人数与
日俱增，并于甲午以后形成压倒之势。而这大批士人对于西方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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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认识，事实上又是经过当时国内流行书籍作者咀嚼之后所吐纳的
“二手”资讯。黄克武（２０１２：１０１）列举了清末影响最大的十部书籍，并
指出直接刺激有志之士图变求新的三部书籍是严复的《天演论》、梁启
超的《新民说》以及谭嗣同的《仁学》。其中，严复与梁启超的作品可谓
一般知识青年了解西方世界的必读之作，两人对民主政体的阐释皆表
现出对“私”的肯定、提炼以及“合私为公”的推演。

例如，在《新民说》对“公德”的讨论中，梁启超（１９７８：３６）明确表达
了“兼爱利己”这一交互主体的观念，并阐发了“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
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的道
理。严复也表达了类似思路，并征引了顾炎武的话来论述如何建立“民
德”。他写道：“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顾处
士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为公”（严复，

１９８６：３１－３２），希望由此催生对国家“私以为己有”的爱国心。如此一
来，国人便有足够的动机关心国事，养成参政议政的能力和习惯，日益
形成开设议会的基础。即使一时无法实施议会，也可先行地方自治作
为基层实验，最终“和亿兆之私以为公”（严复，１９３０：９）。梁、严的著述
不仅影响甚大，亦在很大程度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对公私问题、群己关
系以及国家变革道路的认识。

如此复杂的一系列变化与日本的情况非常不同。简明起见，兹将
中、日两国“公益”概念及其与各自传统社会“公”观念之间的文化联系
整理如下（见表１）。

表１：中、日“公益”语义格局对比表
中国“公” “公益”语义 日本“公”

类型一：通众、普遍、平等、平均

　　　　士（家族）对地方的经营

类型二：祖先、尊长、国君、朝廷

天下之公

地方公事

现代国家之公

王朝国家之公

地方利益

国家利益
类型二：祖先、尊长、
　　　 国君、朝廷

（二）民间日常中的“公”
如表１所示，中国本土“公益”中表示“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

观念渊源已经比较清晰。那么，表达“经济营利”的“公益”将作何解释
呢？沟口雄三（２０１１：８７）曾专门指出，“天下”与“国家”这两组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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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观念其实还只是对“士大夫、知识分子头脑中酝酿和继承下来的治
世观念、秩序思想”的梳理，它们与民间日常的“公”之间有明显鸿沟，并
不能直接反映“生民”的现实生活。对此，沟口举了一个例子，即宗族内
部的“公业”，但未做出具体解释。陈若水亦发现家族与宗族是一个高
频出现“公”的领域，并对“公业”进行了详细说明。他写道：

在台湾，族中作为祭祖的共同资产或田地，就叫做“祭祀
公业”；台湾另一种类似的宗族共同资产或田地，就叫做“公
尝”，特别流行于客家社群。在订于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的
《毗陵长沟朱氏祠规》（毗陵即江苏常州）中，公共基金则叫“公
祠”。“公尝”、“公祠”的本意，都是祭祀先祖的公共基金，但实
际用途不止于此，还包括族内救济、奖助读书、对外投资等。
（陈若水，２００６：１１２）

２１．碑文可参见何兆明，２０１２：３３３－３３４。疑书中断句有误，笔者同事钟元泽进行了重新句
读，故引文断句与原书《顺德碑刻集》中略有不同，特此说明。

据陈氏考察，“公”用以指宗族公共事务多见于宋代以后，尤其常
用于表示族内祭祀先祖等事的公共财产（陈若水，２００６：１１２）。从各
地宗族所存碑刻与文书来看，成立族会以管理族产股份的方式非常
普遍。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见到一块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题为
“公益会缘起”的石碑，立于广东顺德陈村镇潭州村的悠久何公祠内。
碑文如下：

稽夫庙以祀先，首创三代，祠而继影，定主二程，罔不齐荐
天灵，追纪本源，尊高祖烈妇，厚民德而已。顾我皇祖，祢逮宋
元，褅修明满。乃岁经四纪，世递廿传。鹰扬厥逊于伊姜，鸟
革见鍜于融禄，栖神无所，匝花甲而半之，举旗皇然，恔本心其
何以□第自统勾尝入，关□仍庞。缘是公益会开，佥言允洽，

曩则量珠内币，兹竟画栋雕甍，匪金饰之壮观，庶灵台之大慰，

弗忝高皇，令典允征，明义家风，谨以芳名胪篆昭示来兹，深冀
支奕绳仍，永垂弗坏耳。２１

据碑文描述，开设“公益会”是为了修葺荒芜已久的何氏宗祠，希望
族人集思广益，踊跃出资。紧接着这段文字，便是“量珠内币”者的姓名
（或堂名）及其所占股份，最多者“传义”占２００份，其余所占由７０份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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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份不等，总计有１１６４份。事实上，除“公益会”外，笔者还在调研中发
现了“三益会”、“万益会”、“广益会”、“均益会”以及“千益会”等多个族
会的章程碑刻。２２其中，最早的“三益会”出现于１８６６年，最晚的“公益
会”成立于１９４３年，皆以股份形式筹措资金，轮值管理，以作为修祠祭
祖或其他族内事务的专项经费。

２２．除“广益会”外，其余族会碑刻皆收录于何兆明主编的《顺德碑刻集》。“扶尝广益会碑记”
之碑立于广东顺德乐从镇沙窖村的陈氏本仁堂内，碑文为笔者田野考察所录。这批顺德碑刻
的线索承中山大学景燕春博士提示。

２３．三益会的融资规则其实被多种民间团体所践行，既有乡村约会，亦有民办女校，还有基督
社团等。乡村约会资料参见赵以浩，１９９０：１１９－１２０；民办女校资料参见《本校女字乙组三益
会章程》，载《洁芳校刊》１９３４年第３期第２－３页；基督社团资料参见李国材、杜耀华，１９９８：

８０－８５。

陈其南（１９９０：１３８）将这一宗族“份”的制度形态解释为“根据分房
法则所订出来的身份（ｓｔａｔｕｓ）或份额（ｓｈａｒｅ）”之法则，并“具体地表现
于家族财产的分割，家户生活的团体的分化，祀产利润的分割，年老父
母的轮流供养，祀产的值年管理，祭祀义务的分摊及其他有关家族事务
的处理等”。郑振满（２００９：２０２）曾引用福建《颍川陈氏宗祠》对于“各公
田山”的记载说明宗族房份如何发展为股份。林耀华（１９８９：１０８－１０９）
亦在《金翼》中通过描述黄氏家族的争端，以呈现房份与股份彼此混合
的复杂情态。
科大卫（２００９：２６５）指出，至少在１８世纪中叶，宗族产业股份制已是

通行做法，并认为可能与银会的流行有关。叶显恩、林燊禄（１９９８：５３－
６５）的研究亦发现，广东地区的银会多以宗族为单位，并常以“×益会”冠
名。银会，又称标会、合会等，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借贷组织，广泛存在于
中国各地的基层乡村。一般由发起人作为会首，邀请亲友若干，每次按
约定时间相见，缴供一定金额，然后以抽签、投标等方式轮流交予某一会
员使用，以此互助。当所有会员轮值完毕，一个周期则宣告结束（可参见
王宗培，１９３５；陈宝良，２０１１：１５４－１７２）。
以目前的研究来看，宗族与银会的结合在清代已非常盛行（详见刘

淼，１９９３：２６４－２６６；弗里德曼，２０００：１１８；科大卫，２００９：２２４－２２５）。事实
上，“三益会”即是一种银会的名称。２３在这个意义上，何氏“公益会”中的
“公”既表示宗族公事，亦表示参股人共同的经济收益，因为宗族本身即
可视为一种“控产组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弗里德曼，２０００：９４－９７）。科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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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２３２）将这种民间的控产传统归纳为“财产人人有份”和“管理轮流
交替”两大原则的结合，并指出其不仅用于宗族公产的运营，且更多地用
于“商业及公共机构的管理”。张佩国（２０１７：２３０）亦指出，“‘份’的制度取
向扩及到义庄、社学、社仓、庙产、善会、善堂的运营中，也就是传统中国
福利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轮值’的制度形式”。这些观察共同指向了一种
蕴含性的延展机制，即郑振满（２００９：２０８）所言“超家族的社会组织”。对
此，他阐发了一段极富见地的论述：

２４．引自傅衣凌，１９８９：４５。

２５．参见广州市公务局，《兴筑丰宁路入上下九甫至观音桥筑路征信录》，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年），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２６．具体地点为今日广西北海市珠海东路第２２８号。

……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家族组织并非唯一的社会
组织，却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明清时期各种超家族的组织，
实际上都是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或者说是某些家族组织的联
合形式。其影响所及，“在上层士大夫之间则发展为党朋。其
下层民众之间，则逐步变成以均产为目标，合异姓为一家的会
堂组织。在工商业者和农民之间，则发展为会馆、行会，以保护
自己行业以及地方小集团的平衡发展”。２４这就说明，在明清时
期的家族组织中，已经蕴含了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机制。
（郑振满，２００９：２０８）
这一蕴含性的延展机制极为关键。它不仅证实了宗族之“公”所蕴含

的合股共有之“公”能够延展至宗族以外的场域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意
味着“民间自己的思路和行为逻辑已产生出体制性的社会结果”（罗志田，

２０１５：１７）。由此可以推测，１８５９年的“公益茶行”应为股份共有的商行。
此外，前述１８８６年《申报》短讯中出现的“公益会”，亦是通过股份

形式筹饷，并有“每股科银一两，每年开执四会，每会开执一万股，以八
年为满”的详细规定。随即又出现了“公益洋行”、“公益当铺”、“公益汇
利公司”等独立于宗族经济体的金融机构。事实上，直到民国年间，还
有银号和商铺以“公益”冠名。广州桨栏路一带曾是银号、药铺的聚
集之地，１９２８年的街区图显示，当时“桨栏街”上第８８号商铺之名即
为“公益”。２５在今天广西北海市的珠海东路上，依然可见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所建“公益财记”的骑楼。２６入股合营的方式如此盛行，以致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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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２００９：２３２）总结道：“明清时期的财产权，就是这样一种集体所
有制。”
由上观之，中国“公益”的观念资源既有来自士大夫、知识分子著述

中的治世理念和礼治思想，亦有来自庶民日常生活里的宗族观念与金
融传统，尤其明清之际发生的深刻变化值得特别关注。兹将前述所论
归纳如表２所示。

表２：中国“公益”概念的语义结构
中国“公” “公益”语义 日本“公”

类型一：通众、普遍、平等、平均

　　　　士（家族）对地方的经营

类型二：祖先、尊长、国君、朝廷

天下之公

地方公事

现代国家之公

王朝国家之公

地方利益

国家利益
类型二：祖先、尊长、
　　　国君、朝廷

类型三：宗族内部的共同事务　
类型四：参股人的经济共同体　

宗族之公

经济之公
经济收益

２７．诚如列文森（２０００：８４）所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
家’的过程。”

２８．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１８３３－１９１１）官网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ｂｋｓｙ．ｃｏｍ／ｈｏｍｅ。

　　由表２可见，日本“公”的观念相对单一，仅有中国“公”系统中的第
二种类型，即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之公。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在沟口看
来，直接决定了两国近代转型的深层走向。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动立宪，
尽管改变了国家权力的构成，但并未从根本上突破其“公”观念的最大
极———国家，而是将王权与国家的关系作了调整。中国的情况与此完
全不同，明末以后，“天下”作为“公”观念的最大极，不仅逐渐压倒了王
权式的国家，还反过来成为赋予现代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资源（沟口雄
三，２０１１：７）。换言之，抽象的“天下”观念需要转化为具体的“国家”制
度。２７于是，如何重构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公私关系成为实现这一转化的
逻辑重点，其中个体、国家与地方关系的逻辑关联与内在张力亦大体统
摄了戊戌维新以后中国“公益”语义的重构格局。

五、戊戌维新以后的“公益”语义

在“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１８３３－１９１１）”２８中搜索“公益”一词，库
内出现的最早记录是１９０３年，随后频率逐年上升，１９０８年以后成为高
频用语。此间，清廷主动实施新政，废除科举，预备立宪。与此同时，各

·８９１·

社会·２０１８·６



地起义不断，革命蓄势待发，直至辛亥鼎革，帝制结束，可谓“五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由此可知，来自日本的“公益”概念与中国“公益”概念的
原有格局正是在这剧变的十年之间发生互构并得以普及的。那么，这
一时期的“公益”主要表达了哪些内容？

２９．参见：《筹捐兴学》，载《申报》（上海版）１９０２年７月４日，第１０４９１号第２版。

３０．参见：《时闻：热心公益》，载《直隶教育杂志》１９０８年第２０期，第１１５页。

３１．参见：《有此劣绅》，载《时事画报》１９０８年第２期，第４页。

３２．参见：《绍兴近事：设立公益会》，载《绍兴白话报》１９０５年第８２期，第３页。

３３．参见：《真所谓热心公益者》，载《广益丛报》１９０９年第１９８期，第１０页。

３４．参见：《本署司袁批嘉善农民朱宝奎等禀开办学校以维公益由》，载《浙江教育官报》１９１１
年第９３期，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一）地方公事
首先，前述陈尹东墓表中所列“地方善举”的语境依然沿用，以表达

传统精英对地方事务的承担。在１９０２年的《申报》上，有报道称广州绅
商“为地方公益起见”捐资助学；２９１９０８年，天津绅士李德清兄弟创办

私立小学堂，当时报道称赞他们“嘉惠桑梓”、“热心公益”；３０同年，《时
事画报》批评广东顺德一劣绅破坏当地戒烟会，开篇即语：“绅士为一乡
之表率，对于一乡之公益事，不为之提倡扶植，又从中破坏，谓之曰劣，

谁曰不宜”，３１从侧面反映了一般观念中对地方士绅的责任期待。

同一时期，随着新政施行，各地发起易风俗、兴学堂、办实业、治警
察、行征兵以及地方自治等多项举措，这些内容逐渐成为地方公益的重
要组成。１９０５年，杭州萧山地区的志士发起“公益会”，以“实行改良地
方腐败风俗”为宗旨。３２１９０９年，名为魏用予的一留日人士携带自己发
明的新式织布机归国，在四川简州集股办厂，《广益丛报》称：“魏君既有
能力制出新机，已属留心时事之士，今集股设厂多制尤宜祛除私心，共
谋公益，力为地方造幸福，则该州幸甚，穷民幸甚。”３３１９１１年，浙江嘉
善地区的朱宝奎等农民开办学校，官府称赞：“该农民等以力田之人，能
知兴学为务，集劳动作苦之资，谋教育普及之计，热心公益……”３４

从中可见，表达“地方公益”的语汇成分一方面继承了原有的语义
内容，一方面展现出与清末政治转型密切相关的新生内涵，且新生部分
所论及的公益实践主体日益多元，既有传统士绅，亦有志士、留学人士
甚至普通乡民。事实上，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和教育，使之具有权利观

·９９１·

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



念，明白国家乃“君与己共之”３５的道理正是新政的核心目标之一。

（二）启迪民智
在当时，开设阅报社和举办演说会是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的常见途

径。１９０６年，《时事画报》报道两广总督周馥路过江南地区，见到“东西各国
报馆林立，虽厮养走卒，无不阅报”，故而感到“人人明义务、知公益，而合乎
立宪国之资格……”。３６１９０７年，四川洪雅县的杨氏家族创立“公益书社”，

开放家藏古今书籍，“任人阅抄，并添购时务书报多种，务期开通智识”。３７

１９１１年，三位志士欲在京城会友轩茶馆组织阅报社，《浅说画报》称他们“热
心公益”。３８这股阅报风潮自戊戌时期开始兴起，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３５．引自出使美墨秘古国大臣张荫堂所撰《为时局危亟请速行宪政折》（１９１１年）。参见故宫
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汇编，１９７９：３６２。

３６．参见：《周督注重报纸》，载《时事画报》１９０６年第３０期，第３页。

３７．参见：《公益书社》，载《广益丛报》１９０７年第１３３期，第２３页。

３８．参见：《热心公益》，载《浅说画报》１９１１年第８２４期，第１页。

３９．参见：《附件·请遵饬劝戒缠足》，载《大公报》１９０４年１月５日第５版。

４０．参见：《来函·公益天足社改订详细章程》，载《大公报》１９０３年３月１６日第４版。

４１．参见：杜小扑，１９１８，《公益女学师范学校概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４２．参见：尹雄，《女界保学会发起》，载《赏奇画报》１９０６年第１７期。

４３．参见：《本报告白》，载《新民丛报》１９０２年１月１日第１号，第１页。

值得留意的是，当时对国民的培养并不限于“匹夫有责”的男性，也
包括匹夫身边的女眷。因此，一股解放女性、发展女学的风潮也在戊戌
时期同时兴起。１９０３年，刘梦扬在天津创立“独立天足社”，后更名“公益
天足社”，以“劝诫以后的妇女不准再缠足”为宗旨，３９入会免费，取“公众
有益之义”。４０同年，杜清持在广州逢源西街开办“公益女学”，后更名为
“公益女学师范学校”，旨在“以德育智育体育以养成女子，使出可为社
会之中坚，入可为家庭之模范”。４１１９０６年，《赏奇画报》披露粤东两位
“女志士”李仪卿、谢宝云联合同志，发起一女界保学会，“大致以扶持女学
界为目的，凡事关公益，必极力赞成……”。４２由“公众有益”到培育“社会之
中坚”的表述可见，作为国民的女性不再完全从属于家庭。她们可与男性
一样，具有建设国家、服务社会的责任和权利，亦可以成为“志士”。
与这一系列蓬勃实践相同步的是当时风行的群学理论，旗手正是

梁启超。１９０２年，他创办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告白即言：“本报以
教育为主脑……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４３此后，梁氏在该报连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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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万字的《新民说》，系统论述了一整套培养国民的群学理论。其中，
“公德”的养成最为关键。在他看来，国人不顾公益，正是因为缺乏公
德，而缺乏的根源就在于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将国家垄断为“一姓一家之
私产”，民众于是沦为“一姓一家之奴隶”，所以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梁
启超，１９９９ｃ）。而今的任务便是让国人意识到“国家”与“朝廷”之不
同———须知“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４４所
以，民众个个有份，人人有责，理应同心协力，求通合群，使国家民族走
上“发达于内界而竞争于外界”的“公益之道”（虞文华、胡淑慧、陈勇军，

２００５）。

４４．参见：《积弱渊源论》，载《清议报》第７７册１９０１年３月１１日，第３页。

４５．参见：端方撰，《大清光绪新法令》，清宣统上海商务印书馆刊本，第９５９页。

４６．参见：《社告》，载《世界公益报》１９０５年１月２４日。

４７．参见：《劝国民留心公益的事情》，载《敝帚千金》１９０６年第１５期，第４３－５４页。

４８．参见：《公益》，载《敝帚千金》１９０６年第２０期，第３７页。

（三）爱国合群
随着群学理论的流行，强调爱国合群、戒除自私自利的“公益”用法

也日渐成为主流。新政时期颁布的《大清光绪新法令》即将“公益学”列
为大学堂的修读科目，并附有专门解释：“日本名为社会学，近人译作群
学，专讲公共利益之礼法，戒人不可自私自利”。４５１９０３年，郑贯公等人
在香港创办《世界公益报》，专门说明“本报为国民代表，乃社会之公器，
而非一家之私言”。４６时人亦开始撰文讨论究竟什么样的实践可以称为
“公益”。

１９０６年，《敝帚千金》杂志上刊登了两篇讨论“公益”与“善事”的文
章。第一篇认为烧香拜佛、布施和尚、寺庙放生等根本就是“没益的善
事”，施舍乞丐也只能算是“小善”，只有发自“爱国爱群”之心所行之事
才可算是公益。４７第二篇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并例举了一个具体事例：
浙江金华府曾有一位名叫张安仁的财主，趁着收成好的时节大肆屯粮，
到了灾荒米贵之时，却并不开仓济贫，而是筑路修堤，帮助收成恢复。
作者在文末评议：“像这样有钱的办法，不独算是行善，还是为大家的公
益呢！”４８形象地表达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并以之作为
区别善举和公益的标准。

１９０７年，上海《万国公报》刊登了王炳堃（１９０７：２４－２６）所著《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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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国公益多寡》的长文，指出：“中国以儒道治民，数千年来不为不入，而
莫能化人自私之心，儒道之力亦可概见，此公益之所以寡也。近观从耶
稣教之国，其人于公益何如？公益之事不胜枚举。”随后详细介绍了五种
耶稣教之国的“公益”实践，分别为释放奴仆、赈济灾民、设立医院、抚养
孤儿以及遣人传教。其中，有关设立医院的部分专门强调了教养并重的
理念———“西人建有瞽目院，口授读书，以明大道，且能缮写，通简札，其
字凸起，以手扪之，捷如明目，所谓心灵而手敏也，此可见人无废材。”

４９．保卫局与南学会由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等维新人士襄助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按察
使黄遵宪共同发起。详见马小泉，１９９７：１０８。

５０．端方、刘直奏折详见夏新华、胡旭晟，２００４：５０－７０。

５１．参见《京师内城市政公益会规约》，载《政艺通报》１９０６年第１６期，第６页。

文章结尾处，作者专门指出释放奴仆、赈济灾民、设立医院与抚养
孤儿不过是“公益之小者”，唯遣人传教乃“公益之大者”，能救人之灵，
有望改变国人“无合群心，无忧国心，各自为谋”的积习（王炳堃，１９０７：

２４），足见时人对“公益”的理解很大程度是嵌入在群学思维的体系中
的。由此推测，虽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人提出授人以渔、教养并重
的“近代公益”理念（参见黄鸿山、王卫平，２００９），但这些理念被吸纳为
“公益”的语汇构成很可能是发生在塑造新民的２０世纪初。

（四）地方自治
与新民的塑造同步，培养民众参与实际治理的政治实践也自戊戌时

期开始兴起。成立于１８９８年２月的湖南保卫局和南学会可谓中国近代
最早的地方自治组织。４９１９０３年，攻法子（１９０３：５）撰文阐发“欲养人民奉
公之念，莫如使之从事于公共事务，使人民无（此处疑应为“有”———作者
注）参与公共事务之机会，则不至人人依赖国家，谋一己之私利而不顾国
家之公益”的道理，明确指出自治乃“代议政治之基础”。随后，康有为、
梁启超、张謇、孙中山等人亦纷纷撰文论述自治与宪政之关系，认为“凡
善良之政体，未有不从自治来也”（梁启超，１９９９ｃ：６８２）。

１９０６年，端方、刘直等人将地方自治作为预备立宪之基础提上新
政议程。５０同年，一些以“公益”冠名的自治团体开始出现，如京城巡警
总厅邀请地方绅商共同发起“京师内城市政公益会”，以期“官商联为一
气，互通情隐”，收地方自治之效；５１又如留日学生成立“同学公益会”，
不仅出台留学生自行管理章程，而且发放毕业证明书，以“维持学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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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５２再如浙江慈邑士绅陈训正等联合发起“慈西同乡公益社”，旨在
“以地方之人士担任地方之义务，而藉以联络生气，固结团体”，为地方
自治奠定基础。５３

１９０８年底，清廷仿效日本《市町村志》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
程》，明确提出，“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章程
所列“地方公益事宜”包括本城乡镇之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
以及各种善举，“公益”遂成为自治语境中的高频用词，同时引发了有关
民间公益与自治公所管辖范围的讨论（参见徐秀丽，２００４：３－４）。

５２．参见《同学公益协会对于部章之意见书》，载《新民丛报》１９０６年第４卷第１８期，第１００－
１１７页。

５３．参见《浙江·给示保护公益社会》，载《广益丛报》１９０６年第１１７期，第６页。

５４．参见《地方公益应入自治范围》，载《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１９１０年第２期。

５５．参见《创办公益保存会》，载《大同报（上海）》１９１０年第１３卷第１９期，第３２页。

５６．参见《本署司批江南自治研究所宋席珍等禀组织公益研究会由》，载《江宁学务杂志》１９１０
年第６期，第１９－２０页。

５７．参见《详抚宪奉批饬地方自治对于私人公益事业之单行法斟酌删存折呈鉴示文》，载《江
苏自治公报》１９１１年第６４期，第１４－１７页。

５８．参见《通饬各府厅州县本处详奉抚批地方自治对于私人公益事业之单行法文》，载《江苏
自治公报》１９１１年第６５期，第１３－１４页。

１９１０年，《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刊文指出，地方“学务劝业宣讲”等
公益事业应归入自治范围。５４同年，武昌县“公益保存会”首领余毓瑞等
声言与地方自治公所划分界限，５５江宁“公益研究会”亦出台《简章》，声明
新政部门“未及见未办到之公益事件，该会与之研究改良，协力进行”。５６

１９１１年，江苏巡抚会同本地人士研究拟订了《地方自治对于私人公益事
业之单行法》上奏朝廷，５７明确规定六种情况为私立事业，不划入公有范
围。５８种种区分与讨论，说明新政部门与民间公益团体的角色正在发生
重叠，亦表明中国近代公益的开端即包含了地方共治的深刻意涵。

（五）铁路利权
甲午以后，日本被允许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欧美列强“利益均

沾”，亦先后在华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展开利权争夺，掀起瓜分狂潮。
清廷虽意识到筑路之重要，却苦于资金短缺，商界无力，只得借款筑路。

１８９７年１月，清廷在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专门负责借贷洋款筑
路。１８９８年８月，清廷成立矿务铁路总局，改变思路，鼓励铁路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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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过一月，又会同总理衙门宣布铁路建设由中央统筹规划（宓汝成，

１９６３：１８２－３４０）。反复之中，中国路权几乎丧失殆尽，激起举国公愤，
收回利权运动遂于各地相继爆发。
首先行动的是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的爱国绅商。１９０３年，他们联

合要求从美商手中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标志着争回路权运动的开始。
同年，清廷撤销矿务铁路总局，设立商部，将铁路并归商部管理，进一步
鼓励商办铁路（参见全汉升，１９９１；崔志海，１９９３；芮坤改，１９９５）。自此，
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次第成立，筹款宣传之中，表示国家利益的“公益”成
为高频用语。

１９０４年，台山籍美国华侨陈宜禧回乡投资，很快投身新宁铁路的
自办运动。１９０５年，陈氏返美演说，即以“勉图公益，振兴利权”为号
召，动员海外侨胞为铁路公司集股。５９当时，《中西日报》赞扬他“能合
群，能图公益，能挽回一邑之权利”。６０同年，台山北端的宁海埠更名“公
益埠”，取“公众得益”之意，成为新宁铁路沿线重镇，地名沿用至今（参
见刘玉尊等，１９８０：３０－３２；雷耀祥、刘少谋，１９８５：２８－２９）。从“勉图公
益”、“公共得益”以及“一邑之权利”等语句可见，铁路语境中的“公益”
经常游走在具体的地方利益与抽象的群体利益之间。

５９．参见《议办新宁铁路续志》，载《中西日报》１９０５年２月１７日。

６０．参见《本报论说》，载《中西日报》１９０５年２月１７日。

６１．参见《公学会之热心公益》，载《云南》１９０７年第６期，第１２４－１２５页。

６２．故有学者指出，１９１１年的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正因为它是
地方“士绅经济利益与中央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金观涛、刘青峰，２００９：８９）。

１９０６年１０月，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另设邮传部，专司“轮船铁路电
线邮政”。对于筑路是否借债，邮传部态度摇摆，但明确表示商办铁路
应收归国有，当即引发铁路官办与商办的争论（苏全有，２００５：１－１９）。
铁路语境中的“公益”也因此而愈加频繁地游走于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
之间。１９０７年，《云南》杂志报道本省公学会“非常热心公益”，称赞该
会所筹皆“关于地方公益之事”，然公学会所关注事项其实绝大多数围
绕缅腾铁路，６１这无异于将铁路议题化约为地方事务。１９０８年，张之
洞在谈及粤汉铁路商办时，亦曾批评各省只顾地方利益，“不顾公益，阻
碍全局”（宛书义等，１９９８：９６７４）。由此可见，铁路语境中的“公益”其实
游走在并不统合的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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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济收益
最后一种“公益”沿用前述的金融语义，表达共同的经济收益。

１９０８年，《河南白话科学报》上刊登了一则“公益银行”广告，全文
如下：

本银行叫做公益银行，开设在虎坊桥６３的路南。行中的
资本，共有一百万两银子，可算得殷实可靠。本行的生意，分
为两柜，一边是商业柜，一边是储蓄柜。商业柜是专做汇款押
款等项的生意，储蓄柜是专做收存零星银钱的生意。６４

广告明确表达了“公益银行”的两种业务：汇款押款和收存零钱。

１９０９年，陆军部在京设立“公益银行”，亦专为“汇划军费并储蓄军界银
物”；６５１９１０年，广东江门雅瑶地区出现专为“在鸡母山前后左右开垦
种植”而集股的“公益会”；６６１９１１年还有华人开办的“公益实业有限公
司”于美国华盛顿发售股票。６７这些以“公益”冠名的组织、机构和团体
皆为商业金融性质，并不涉及社会服务，故其中“公益”二字应与前述公
益洋行、公益当铺及公益汇利公司做相同解释。

６３．虎坊桥位于京城宣武门外，地名尚存至今。

６４．参见《公益储蓄银行广告》，载《河南白话科学报》１９０８年第２８期，第２页。

６５．参见《陆军部推广公益银行》，载《申报》（上海版）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第１３２２３号第４版。

６６．参见（雅瑶）公益会股票原件，私人收藏，上海阳明拍卖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冬季拍卖会亦有
该品。

６７．参见Ｋｏｎｇ－Ｙｉｒ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公益实业有限公司）股票及营业执照原件，私人收藏。

６８．《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年纳正税（指解部库司库支销之各项租税
而言）或本地方公益捐二元以上者”，同时强调“若有纳正税或公益捐较本地选民内纳捐最多
之人所纳尤多者，虽不备第二、第三款之资格，亦得作为选民”（徐秀丽，２００４：６）。

６９．参见《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九十二条（徐秀丽，２００４：１５）。

此外，正如表达“地方公事”的语义在延续原有内容的同时还衍
生出与清季十年政治转型密切相关的新内容，“公益”的经济语义也
发生了相似的重构。１９０８年底，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规定缴纳“公益捐”者可以成为选民。６８当时的“公益捐”又细分为附
捐和特捐。附捐指在官府征收税捐基础之上附加若干作为公益捐
者，特捐则指在官府征收税捐之外另立种类名目征收作为公益捐
者。６９这是由于清末地方自治经费短缺，所以选民资格亦需纳捐获
得。自《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出台后，“公益捐”作为地方自治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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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来源之一，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政府公牍与法律文书之中，一直
沿用至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

六、近代“公益”与明清之变

由上可见，除此前表达“地方公事”与“经济收益”的部分语义得以
延续外，其他新生用法皆与清季十年的政治转型有直接关联。兹将“公
益”概念在戊戌维新前后两个时段的语义结构归纳如下（见表３）。

表３：１９—２０世纪初中国“公益”语义结构变化表
来自“公”观念的语义资源 戊戌以前 戊戌至２０世纪初

类型一：通众、普遍、平等、平均
　　士（家族）对地方的经营

类型二：祖先、尊长、国君、朝廷
类型三：宗族内部的共同事务
类型四：参股人的经济共同体

天下之公

地方公事

现代国家之公

王朝国家之公

宗族之公

经济之公

地方公事

国家利益

经济收益

地方善举

地方公益

地方自治、铁路利权
启迪民智、爱国合群
公益捐

公益银行

　　一般认为，清末表示“地方公事”的语义及其所连带的对个体“私”
的肯定以及“积私以为公”的思想有意无意地继承或投射了明末以降以
至更为久远的传统资源，黄宗羲甚至在这一时期被推为中国之“卢梭”，
与顾炎武、王夫之一同被请入文庙供奉（参见何冠彪，１９９１：７１－８９）。
对此，不同学者的遣词造句隐含了不同史观的微妙倾向。选用类似“继
承”的言辞往往意味着将清末民初的剧变更多地看作本土反专制思潮
的历史扩张，而选择“投射”、“重新阐释”等用词则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中
国士人为推动西方民主思想所进行的本土化的努力。本文无意涉足此
宏观问题，但充分汲取不同视角和声音之于平衡历史叙述的助益，以理
解明末与清末“公”观念之间蛛网般复杂的具体关联及其对于近代中国
“公益”观念和实践的形塑，从中发现了以往未被学界予以足够关注的
三个方面。
第一，是民间日常之“公”的弥散。由目前的资料来看，这种表示经

济共同体的“公”观念与宗族财产密切相关。它既是资产共有的股份制
度，亦是轮流坐庄的融资方法，并于明清之际不断渗透、弥散在多种公
共事务的组织运作之中，从而与其他类型的“公”相互嵌合，产生了极具
本土特色的“公益”用法。作为中国“公”观念的一种重要类型，它值得
未来更多的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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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近代“公”思想的跨国生成。日本明治初期流行的“一国
之公乃国民私之所集”的启蒙精神实则与明末顾、黄等人“积私以为
公”的思想非常相近。有研究表明，一些东渡日本的明末遗民如朱舜
水、陈元赟等饱学之士与日本近世思想之间有重要关联（衷尔钜，

１９８８；徐兴庆，２００４；韩东育，２００８）。这些联系以及上述相近的公私
观念在何种程度上蕴含了日本社会与明末中国思想界之间可能的关

联性及其之于清末人士的综合作用，尚有待深入细致的考察。与此
同时，它们也提示了近代中国“公”观念的形成实则包含了复杂而多
次的跨国过程。
第三，是“地方—国家”的双重关系。它蕴藏于明末“以地方之手理

地方之公事”的思想伏笔以及清末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日益充实所发
展出的对于地方的双重期待。精英们一方面想要在“乡里空间”充分释
放士权以限制中央，一方面又希望“地方”能够成为连接个人自治与民
主制度的中间一环，即以“私一邑事如其一家事者”的逻辑推展至对整
个国家“私之以为己有”的爱国心。这双重的希冀便为地方利益与国家
利益发生冲突之时留出了争夺“公”之合法性的话语缝隙。
这一缝隙于戊戌维新至２０世纪初近代意义上的“公益”观念生

成时期表露得尤为显著。由表３可见，清末新生的六种语义全部包
含着现代国家的建构意指，共同形成了一股趋于“国家利益”的向心
能量。然细观其中，其实地方公益、自治风潮、公益捐以及铁路利权
的部分语义又与地方的利益息息相关。事实上，国家利益与地方利
益之间的两歧关系正蕴含了六种新生语义内部的逻辑关联与内在

张力。
先论其中的逻辑关联。在“公益”一词流行普及的清季十年，恰逢

变法失败、庚子事变以后，清廷不得不实施新政，预备立宪。与此同时，
曾经拥清立宪的一大批士人对清廷丧失信心，倒向反清革命。立宪与
革命遂成为两种竞争性的变革出路贯穿始终（参见罗志田，２０１２：４－
２７）。事实上，不论何种出路，所指向的未来皆是民主政体，开议会的呼
声与讨论成为最关键的热门话题。
但当时的中国国情显然并不具备实施议会的条件。多数普通平民

尚不识字，民权意识淡薄，更没有参与治理的能力和习惯。因此，很多
有识之士并不主张马上开设议会，而是主张先在地方开始自治实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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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力展开“启迪民智”的教育实践。此为当时培育民主基础的两大抓
手，两者同时进行。
对于地方自治，前述严复、攻法子所言将其作为“代议政治之基础”

的思路在当时其实非常普遍。不仅支持立宪的康、梁等人多次发表类
似言论，支持革命的《浙江潮》等刊物亦刊文阐发“人人携其私智，出其
私力，奋其私一国、私一省、私一府、私一州县、私一乡区之热心，以图救
其私一国、一省、一府、一州县、一乡区之私人”的观点。７０从中可见，藉
由类似“差序格局”的关系原理来逐步培养、磨砺并最终提炼现代国民
意识和群体观念的思路获得了不同政见人士的广泛支持。

７０．参见《公私篇》，载《浙江潮》１９０３年２月。

至于启迪民智，则开始流行于１９０１—１９０３年间。当时大量以“开
民智”为宗旨的阅报社、宣讲所、演说会乃至画报、白话报以及小说、戏
曲、戏剧改良等推动平民启蒙的团体活动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全国各
地不断涌现。这场公益启蒙运动的实践者不仅是康、梁之类的饱学之
士，还包括各种身份的“志士”乃至商人、平民和女眷（李孝悌，２００１：

５２）。与此同时，被启迪的对象也不再如戊戌之际仅限于读书之人，而
是扩大到女性、孩童甚至残障人士。这便直接促使了慈善领域转向“授
人以渔”和“教养并重”的近代理念。
在这个意义上，清季十年前后崛起的趋新人士可谓近代意义上的

首批公益群体。他们尽管有的在朝，有的在野，有的拥护立宪，有的力
主革命，还有的面目模糊，不断变化，却始终共享着某种以西方作为参
照的现代强国之梦，而且坚信只有通过政治变革方能实现。而支持这
一变革的整套理论正是群学，所以表示“国家利益”的“公益”不仅嵌入
在群学对于公私问题与群己关系的逻辑建构之中，而且落实在其对于
基层社会改造的具体设计之内。在这一时期，“公益”一度与“群学”交
替使用。
至此，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公益”的几种新生语义之所以全部包

含着现代国家的建构意指，是因为它们所表征的“国家利益”被赋予了
支持国家制度转型的核心理论和具体内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铁路
语境里的“公益”尽管大都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但实际的操作却表明
地方利益的话语往往更具号召力。如此“表里不一”的情势在述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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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益”、“自治风潮”以及“公益捐”等事项之时也偶有出现，要理解这
其中的内在张力，则需将讨论的时段再往前溯。
大量研究表明，以省界意识为中心的地方主义在晚清非常盛行（胡

春惠，２０１１：１－２３；许纪霖，２０１５；马陵合，２００６）。咸同年间，为应对太
平天国起义，清廷募集乡勇，给以武器，举办团练，地方督抚获得军事实
权，军权由中央转移到地方，逐渐形成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的局面，学
界谓之“外重内轻”（李细珠，２０１２：３６３－３６４）。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洋
务运动兴起，在“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下，地方督抚与本地绅商
结合益加紧密，一度形成“绅商不分、绅商一家”的局面（胡春惠，２０１１：

１９－２０）。独立的地方财政加上独立的军权即构成了沟口所言清末“乡
里空间”的力量充实。
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在甲午以后被维新思潮所取代，新的救国思路

将重建一个政治稳定、主权独立的集权式现代强国作为改革的终极目
标，并于庚子以后上升为国家新政。１９０６年，清廷预备立宪，实施官制
改革，欲以此收回先前下放到地方的军政权力（李细珠，２０１２：３６３－
４１１）。因此，至少在咸同年间到官制改革以前，地方势力都在持续上
升，而这一时段又同时包含了维新思潮对国家本身（国家全体）及其构
成分子（国民个人）关系的统合努力（参见梁启超，１９９９ｂ：２０６１）。许纪
霖（２０１５：３０）对此总结道：

晚清政治以富强为目标，学习西方的近代化，呈现出两个
互相冲突的趋势：一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朝廷试图借助改
革加强中央集权，提升政府的财政吸取能力；另一个以地方自
治的名义，各省封疆大吏在地方士绅的支持下，力图实现地方
的自主性。从洋务运动到晚清新政，都有这样的特点。
于是，在地方势力与国家话语同时增强的这一时段，地方事业的建

设虽经常被统合在爱国合群的话语之中，但实际的操作过程却往往带
有显著的地方色彩和一定程度的排外情绪，尤以收回利权运动的表现
最为明显。周锡瑞（１９８２：８６）的研究发现，当时“外省商人一般很少同
情和较少可能参加收回利权运动和其他爱国运动”。时人亦批评：“我
国对于一省丧失权利之事件，类能攘臂力争，而关系全国休戚者乃反漠
然视之，徒知有地方情感，而国家思想销沈于若有若无之间，至为可
痛。”（明水，１９１０：１７）如此便解释了戊戌以后“公益”概念的语义格局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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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呈现两股能量相互角力的局面。
清末最后几年，官制改革等抑制地方势力的举措开始实施，国家力

量在地方事务中的参与比重日益增加，地方督抚的权力日渐收缩，然中
央集权情况并没有因此得到加强，反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
所削弱，导致“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的局面，史界谓
之“内外皆轻”（李细珠，２０１２：１３－１４、４１０；关晓红，２００７：２９－３０）。最
有趣的是，由“外重内轻”到“内外皆轻”的过程恰好发生在“公益”概念
实现重构与普及的时段之内，导致其语义构造中有关地方和国家的成
分也随之处于动态的张力之中，而非仅仅加强了日式维新“公益”中强
调“国家”的成分。

七、结语与讨论

与既往从传统社会之“义行”、“义举”以及“善举”等实践中解读中
国公益渊源，或将公益慈善看做鸦片战争以降近代化进程一子领域的
研究视角有所不同，本文从概念与思想的角度入手，爬梳中文中“公益”
的语源流变以及与此同步的观念再造和社会现实，从中形成如下三点
主要发现和研究启示：
其一，中国近代“公益”观念实则是嵌入在明清之际公私问题与群

己关系不断重构这一漫长过程中的一项子过程。因此，它的具体生成
涉及长时段的思想变动以及复杂多次的跨国互动，并非简单地藉由维
新风潮舶自日本。事实上，中文“公益”二字的连用至少在清中期已经
出现，并具有经济收益、国家利益与地方公事三种用法，其语义资源既
来自精英思想观念中的“公”，亦来自民间日常实践中的“公”。其中，表
示“国家利益”的语义很可能来自传教士对西方国际法著作的中译———
《万国公法》。此译本随即东渡日本，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日文语汇
中的“公益”概念，再于１９世纪末伴随《日本国志》等宣传维新思想的著
述出版而输入中国，在清末各种人士的重新解读与实际使用之中与本
土既有的“公益”用法、流变中的公私观念和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碰撞
结合，从而生出一系列新的语义。
其二，清末新生“公益”语义的现代特质一方面在于其所表征的

“国家利益”被赋予了支持政体转型的群学理论与变革实践，另一方
面亦承载了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实际张力。当时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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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认为，现代国体所要求的议会制度需配以具备现代权利意识和
国家观念的“新国民”。于是，“开民智、兴民权”的教育运动成为戊戌
维新与清末新政理念与实践的核心，其中即包括对女性和弱势群体
的智识培育，授人以渔、教养并重以及基层自治等具有“近代”意义的
理念由此被整合进有助于国家民众的“公益”话语，致使原本发挥治
理补充作用的慈善转变为主动引导社会变革的公益。在此过程中，
国家力量与地方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及其对“公”资源的争
夺，直接导致了新生“公益”语义呈现出趋向“国家利益”与“地方利
益”两个走向。
其三，如果以中文“公益”的近代使用和普及时段作为理解传统慈

善转向近代公益的一个面向，那么戊戌以来的维新人士以及后来扩大
到各种身份的“志士”乃至商人、平民和女性基于公民意识而开展的非
营利实践，可谓中国近代公益的开端。这些个体尽管身份各异，甚至怀
有不尽相同的政治主张，但他们所共享的群学理念其实极大地贯通了
社会公众与国家政府的共同利益。当时的“公益学”也因而等同于“群
学”或“社会学”，既为“天下”向“国家”的转化提供最为实用的“公”之资
源，亦为培养现代制度的基层土壤提供学理依据。从这个意义上看，陈
若水所言晚清“公益”所带动的“新型公共意识”，之所以“新”便在于其
对现代国体的明确意识与推动转型的切实努力，但同时也包含了某种
社会与国家的局部同构。这一同构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形塑了中国公民
性在特定文化脉络中的历史养成，或能为今天探讨公益慈善与公共精
神提供一种关注本土内生属性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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